通識教學理念      王維潔2015
「通識」一詞，常使人誤解包含普通、簡單、廣泛等等涵義；以為廣羅之、簡化之、清描之就是「通識教育」；如此，造成本地大學生普遍誤解其為營養學分之同義詞，而輕忽之，怠慢之；只要混到學分，能過畢業門檻即可。事實上，通識教育的本質絕非如此。從事通識教育者，必先正名溯本，方能切中有效。

本人堅持「通識」是一門艱難的功課，同學不用心，一定被當。
首先回溯通識之本義。本地「通識」一詞出自英文liberal arts(自由藝)之培養，及universal man(通才)之養成；這兩個洋名詞均源自於14世紀末至15世紀初的翡冷翠(佛羅倫斯)。先說liberal arts，其字面意義為「使人擁有自由的技藝」。其根源於基督教信仰下，大多數的信徒無自由可言；當時基督教義主宰一切，人的思想及行為均必須符合《聖經》規範，鮮能有自由意志，一切依賴經文的教導。中世紀中葉，兩件事改變了社會風氣。其一，公元9世紀中興起的往西班牙聖雅各(聖地牙哥)朝香；其二，11世紀末興起的十字軍東征。兩個大活動帶來了轉機。經由十字軍以及朝香客由東方及伊斯蘭文化區捎回一股清新空氣，也就是在沒有基督教義制約的上古時代---古典希臘、羅馬的環境是如此美好、人如此有尊嚴、有獨立思考能力。由此再經過兩百年的蘊釀，各個環結均有追求「人本」的聲音。到了14世紀中葉，由翡冷翠大文豪佩脫拉克提出「人文研究」(studia huminitatis)此拉丁文概念。Huminitatis有人性、人情、文化、文雅等等意涵，它是由拉丁文Homo(人) 衍成之詞。「人文研究」指的是藉由研究古代文獻，找回古人曾經擁有的尊嚴與價值。前者為手段，後者才是目的。翡冷翠共和國在公元1400年，在首相Bruni的倡議下，定立了人文學科(h)umanisti，共為七科：文字學、說話術、邏輯、算學、幾何、自然科學、音樂。(h) 代表由拉丁文轉成托斯卡納方言(義大利文) 之初，拉丁文之h先保留了一陣子，後來因其發音太輕，故而後捨之。此七門技藝能幫助人擁有自由與尊嚴，在不違抗基督教義的情況下，能獨立思考、判斷、與創新。此「自由藝」之本質。由15世紀至今，社會變遷之大，已非當年七科所能維持人的尊嚴與自由，然而自由藝的精神並沒變。
關於15世紀人文七科說明如下：七科之首Grammar並非英文所指的文法，而是希臘文所指的文字研究，要會認字、會發音。蓋grama為希臘文「文字」，英文telegram即源於希臘文：tele「遠方來的」gram「字」。Rhetoric在希臘文意指「說話術」；古人識字率太低，知識傳播仰賴語言，故說話極重要。Logic則可幫人說出別人聽得懂、合乎邏輯的話。其後之算學與幾何兩科均為人能立足社會所需技能，而第六科Astronomy在希臘文泛指自然科學而非僅限於星象、天文；第七科之音樂包含演奏、演唱、樂理、及樂器製作。人文學七科中有三科屬於文學，另有三科屬於科技，此外音樂跨科技與文學。因此在本地許多人將人文學科與文科劃上等號，且使之與科技相對立，是很大的誤解。此誤就出在「人文」之「文」字，易讓人做文科之聯想。 
當別人如此說如此想的時後，我就有勇氣與判斷力，敢不如此說、不如此如此想。此領袖氣質之養成，此通識教育之主旨。
通才之「通」(universal) 常人誤解為無所不通，此大謬也。就算15世紀達文西、米開朗基羅等精英能人，所擅長事也不過四五樣而已，豈能樣樣皆懂、無所不精。事實上，世界上並沒有「無所不通的人」。所謂通才之通，指的是「通達」，而非「無所不通」。universal一字由兩個拉丁文unis與versare組成；前者指「獨特」，後者指「流轉」，此詞之本義是以獨特的方法面對流轉多變的世界，近乎中文之「通達」或「一以貫之」，在不同的領域間，互為輔佐；由多元觀點，接近真實。所謂「通才教育」，是培養人能面臨多變的、不熟悉的環境與挑戰時，尚能理出頭緒，做出正確的判斷，而不是人云亦云，隨波逐流而已。獨立思考與獨立判斷的能力，為本地學生日愈衰弱的環結，為教育者豈能不憂。通識教育正是此刻中流砥柱、力挽狂瀾的學科。
有趣----當通識課變得如此艱難時，照樣能拉住同學的心。挑戰性、跨領域多元觀點、顛覆成見、回溯本源、說學逗唱、聲光色俱全，是本人上課手段。分敘如下：
有挑戰性，卻沒負擔。

考試採OPEN BOOKS，並全是選擇題，能減少學生壓力與負擔。但考卷採用6至8種題序的試題版本，再透過發題安排，讓每位同學所持題紙與周遭不同。使得同學就算看得見別人的答案，卻不敢抄襲，如此來阻絕作弊。本人十分瞭解學生特別重視公平這檔事，只要公平，再難，同學也輸的心服。由於OPEN BOOKS，故不考記憶性題目，黑板上寫出的通通不考，因此不來上課只借他人筆記的同學，很難及格。所考的是思想邏輯與推理，同學要完全理解，並能思考判斷，方能作答。在高度公平性的條件下，提高學生挑戰興緻：高分可達滿分，低分只20多分，平均分數在75至80分之間。
跨領域多元觀點
跨領域多元觀點正是一體兩面的事。本人通識三門課均由跨領域來設計課程：

1.音樂與建築：由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19世紀末，音樂與建築兩造巧合的思想對照、技巧比擬、與本質相映。

2. 音樂美術與都巿文明：由公元14世紀至19世紀末，城市條件如何造就藝術家，而藝術家又如何影響了城市文化。

3. 西洋音樂與文化：由公元17世紀末至20世紀初，都市形態、社會風氣與音樂家及音樂風格成形的互動關係。
除課程名目本身的跨領域，在講解上除了美術史、音樂史、建築史、都市史此四學科的基本知識外，本人大量引用氣候、經濟、宗教、政治、神學、傳染病、生態學、及語言學等多元知識為輔助。例如米開朗基羅的才華和業主尤利烏斯二世教宗(Iulius II、Julius II)的關係，已是教科書上的老生常談。但尤利烏斯教宗為何能重用米開朗基羅，其實和教廷財力有極大關係，這時不得不由教宗國之成形及稅收提昇，國庫充盈談起，此即非一般美術史上有的內容；又如，同樣作於16世紀初的兩幅「耶穌刑釘圖」(Crucifixion)，一幅由別名「綠林」的畫著(Grüneward)作於梅毒疫區，另一幅拉斐爾(Raphael)反映教宗登基，則有悲慘及喜樂兩種氛圍呈現；梅毒傳染疫情與政治氣候為詮釋關鍵。
顛覆成見
借助於近年新史學的進展，學術界有許多新發現，顛覆了以往教科書的標準說法，更與坊間大多數出版品觀點迥異。筆者借助網路與歐美學術及出版界聯繫，以維持「目前最新看法」以及「新的假說/理論」，因此在每一堂課均安排幾個要顛覆的觀點，讓同學有耳目一新的驚奇感。記得有位學生因公缺考，以報告代之。在報告中他如此說：「如果修了一門關於音樂的課，貝多芬還是被稱為『樂聖』、巴哈還是『音樂之父』，那我何必修這門課。」我想這句話是對本人課程的最佳註腳。我的任何一堂課，若沒有提出新證據、新觀點、與新詮釋，我絕不會去講授它；若我講的和坊間觀點一致，我也不會去講它，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與挑戰。每堂課要顛覆的論題，宣佈於講課前五分鐘，因此遲到的學生就不可能會考及格，因為他們所能找到的資料往往就是我要推翻的。「多岐為貴，不取苟同」此先賢蔡元培先生的話，深深地影響了我的教學。
回溯本源
與前述顛覆以往的精神一致，探究主題，必先正名；而正名少不了溯源的考證工夫，溯源考證又極仰賴語文能力。本人四十年前即對西洋文化產生極大的興趣，也明白知己知彼、百戰不殆的道理。本地從事知己工作者眾，知彼工作者寡，其緣故，語言障礙為最。為此，三十餘年來筆者曾學習多種西方語文，對西方古代文字亦有涉獵，因此每遇專門術語，均易於探究其本。除了英、法、德、義等尋常歐美語文外，古日耳曼語、古典拉丁文、古典希臘文，均為常用工具。除了考證術詞源本之外，也順便教導學生正確發音，以修正本地「以英語看天下」的陋習。本人所教拼字及發音亦配合授課主題的時代。例如希臘文及拉丁文因時代會改變發音；中古晚期，方言抬頭，則改方言拼字及發音。本人對語言學及語文演進也有興趣，古印歐語言因種種原因，在舌頭上改變發音位置，導致變音，這樣的知識也能幫助我弄清許多異文與異音本出同源的事實；在講課中該讓同學明瞭「理解勝於死記」的道理；當一事徹底弄清楚了，許多本要硬記的詞彙，因理解就變得簡單了。透過本課程，讓同學經驗多種外國語言，引發學生學習語言的興趣。多年來由我課程引發學習第二、第三外語的同學很多，此真可算是個良性副作用。
說學逗唱、聲光色俱全
我們家和相聲藝術頗有一段淵源。家父來自北京，且是相聲大師吳兆南在北平中國大學經濟系的學長。自幼我在相聲與京戲的氛圍中成長，因此說起話來，多少帶著些相聲的梗兒，以及說學逗唱的調，頗能吸引聽眾留心。
此外，音樂反映著時代的節奏，是理想的歷史情境復原工具；透過歷史音樂的還原，讓人更清楚認識當時的環境與節奏，那是遠遠超過古蹟相片所能呈現的效果。我的課程均配合著音樂，由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20世紀，我所講的每個歷史段落，也同時配合當時的音樂同步進行。學生可以聽到古典希臘祭神的儀典音樂、宴饗聚會的吟詠、求阿波羅神諭的音樂、古羅馬凱旋軍樂、性狂歡春祭的吶喊、維納斯女悚然祭樂；中古教會儀典及彌撒音樂、修道院僧侶的沉吟，烏爾班二世教宗宣告十字軍的演講、十字軍戰士的心聲、吟遊詩人的情愛歌詠、諷刺權貴的行動鬧劇、廣場中戲子雜耍的演出、乞丐求討的悲音；文藝復興時代歌曲奏樂的各個面相：翡冷翠大教堂圓頂落成的獻堂曲、梅毒疫區病患的祈禱心聲、文人酬酢的雅樂、查理五世皇帝退隱時的自悔、莎翁戲劇的配樂；到十七世紀就接軌上常人所謂的「古典音樂」，自然有更豐富的資料。這些希罕的音樂來源有黑膠唱片、有CD唱碟，數量達千種，均為本人自1980年以來所蒐集，其中許多為參與國際古代音樂研討會中所得，本地難得見到。這些均成為本人上課的壓箱法寶。至於常人所謂的古典音樂，收藏更為豐富。成功大學也十分贊助本人課程，由系主任到教務長，均協助提供經費，購得高檔Hi-Fi音響，使得課堂上音響效果優異。本人自幼習小提琴，在成大任教的暑期間，以及利用公費赴美攻讀博士期間，在奧柏林音樂院及印地安那音樂院修習古代音樂與歷史演奏。這類的音樂知識促成我的通識課能結合歷史音樂，讓學生更貼近實境、讓講課更生動。
本人仍使用幻燈片在課堂投放影像，直接呈現Leica、Nikon、Zeiss等老鏡頭的原汁原味，沒有電子投影色差的困擾。這些幻燈片為本人三十多年旅行所攝，達十餘萬張，全投入教學及校外演講。(目前在成大所授六門演講課程，只有一門被迫採數位檔，因為南高地區已無沖洗幻燈片的廠家) 本人偏好收集古董相機以及黑膠唱片。這些老東西對我的上課貢獻不少，許多同學就是衝著這些從未見過的老骨董而來聽課的。亙古如新，真說對了。
我的課，有好影像、有新鮮聲音、獨到觀點、以及吳兆南風格的笑點，帶岀座無虛席的熱鬧，在逗趣笑聲中傳講嚴肅的文化論題。
結語：苔花精神

在文化論述工作上，本地從事台灣或中國研究的人很多，這當然是好事；但不能人人都樂於「知己」，而忘了「知彼」。己與彼，實為一體之兩面。有了「彼」處的對照，方有「己」處的反省，否則自我感覺良好，變成夜郎自大。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老詞，卻不失真確。由於學習外國語言障礙，致本地從事西方文化工作的人真的較少；其次一手資料難得，海外現地調查工作困難度高，費用也高，令人卻步；本地從事西方城市、建築、音樂、美術等全面都市文化研究者，更是寥寥無幾，相關的資料也相當匱乏。本人不敢冒充專家，但多少有點効法恩師「行萬里路、讀萬卷書」的抱負，卅多年來赴歐洲、北非、與中、西亞，考察多次；單義大利也就近三十回；也同時冀望學生們也能體驗旅行學習的「壯遊」視野。過去十五年來，本人利用寒暑假，安排有Urbs&Arch都市與建築遊學團，由本人帶團作海外現場教學，也作為本人通識課程及研究所建築與都市史論課程的延伸活動。多年來參加Urbs&Arch的學生也近千人，激發學生赴歐洲留學的熱潮。本人的課經常會用到英、法、德、義、拉丁與希臘諸語文，偶爾觸及荷語、西班牙語、斯拉夫語系等等。因此學生有樣學樣，對語言也產生莫大興趣，下課後，詢問外國語文、海外旅遊等相關問題的同學不在少數。在文獻上，本人一直盡心蒐集相關圖書，並透過企業界的贊助，三十年來，在建築/美術史、基督宗教、與古代音樂等領域，已有相當藏書。筆者亦熱中攝影，使用傳統相機，以35PC或35PA透視修正鏡頭拍攝建築物，使量體與空間感更近於實際，以50mm、90mm、及105mm鏡頭來拍攝細節，多年來得幻燈片十餘萬張，用於授課與著作，亦一樂也；凡此種種，期能彌補才拙，「苔花如米小，也學牡丹開」(袁枚詩)，讓知己知彼，不惟空話也。
文化與科技的力量為國家的硬實力。然而追求高度，有豎立高竿者，有砌金字塔拔高者。本人以為立竿之基礎不夠扎實，遇到狂風強震即倒；而堆石築成金字塔者，方有千年之固。台灣文化實力之處境，恰如前者，雖有科技，但卻欠缺文化根基，因此企業常為外國品牌做代工。在本地能自成品牌笑傲國際者，也只是少數。通識課的目的，在於讓同學明瞭以人文底蘊作為廣大基礎，由此頂起的科技高度方能堅如金塔，尤其在科技導向的國立成功大學，顯得更具意義。通識課的目標，也在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與獨立判斷的果決；果真如此，人才有砥柱中流之能，則相較世界如苔花般的小小台灣，亦能綻放岀如牡丹的燦爛花朵。
